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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及以前的唐诗注解，注释多不分段，即使分段，注者也没有明确的分段意识。清初仇兆鳌，始在注释中立“分段”之说。从表面看，分段不过是把长诗截成小的段落，更加醒目，供人阅读方便，而在古典注释学中，却是一个标志性进步。

     一、诗歌注释的章节批评从重内容走向重脉理

仇氏之前的中国古典诗歌注释学已经相当发达，较有代表性者，《楚辞章句》

（王逸）、《文选注》（李善）、《毛诗注疏》（孔颖达）、《诗集传》（苏辄）、《诗经集传》（朱熹）和《楚辞集注》（朱熹）等。其总体特点是：重诗意解说，不重文章脉理分析。

《楚辞章句》和《文选注》的注释，有句注，不分章，亦无章解。

《毛诗注疏》分章，且曰：“篇之大小，随章多少。风雅之中，少犹两章……多则十六（章）” 亦言及多章之设置，认为“风雅叙人事、刺过、论功，志在匡救，一章不尽，重章以申殷勤，故风雅之篇，无一章者。颂者，太平徳洽之歌，述成功以告神，直言写志，不必殷勤，故一章而已。鲁颂不一章者，鲁颂美僖公之事，非告神之歌，此则论功颂徳之诗亦殷勤而重章也，虽云盛徳所同，鲁僖实不及制，故颂体不一也。”
具体注释中亦言及各章所写内容，甚至涉及根据上下章互相推测所写内容者，如《氓》之正义：“上二章说女初奔男之事，下四章言困而自悔也。‘言既遂矣，至于暴矣’，是其困也。‘躬自悼矣’尽‘亦已焉哉’，是自悔也。”是对章节内容进行解说。 “以上章初秋云‘以尔车来’，始令男子取车，下章季秋云‘渐车帷裳’谓始适夫家，则桑之未落为仲秋明矣。”
是联系上下章内容推测事件发生之时间，而不涉及各章之间之层次关系。

   《诗集传》分章，多在第一章释词义并对全篇内容进行概括，以下各章只注词义，不涉及章与章之间关系。如《硕鼠》第一章后：“硕，大也，重敛以自封，犹鼠之食人以自养也。贯，事也。”第二章和第三章之后：“劳，劳来也。欲适乐郊而不可得，故曰谁为乐郊，可长号而求之者哉。”
《氓》第一章后：“此诗前二章皆男女相从之辞，后四章皆女见弃而自悔之辞。布，币也。贸，买也。托买丝而就之，谋为淫乱也。顿丘，一成之丘也。”

   《诗经集传》分章，只在每一章后释词义并对章内容进行概括，不涉及章与章之间关系。如《硕鼠》第一章后：“比也。硕，大也。三岁，言其久也。贯，习；顾，念；逝，往也。乐土，有道之国也。爰，于也。民困于贪残之政，故托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
再如《氓》第一章后：“赋也。氓，民也。盖男子而不知其谁何之称也。蚩蚩，无知之貌，盖怨而鄙之也。布，币；贸，买也。贸丝，盖初夏之时也。顿丘，地名。愆，过也。将，愿也，请也。此淫妇为人所弃，而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夫既与之谋而不遂往，又责所无以难其事，再为之约以坚其志，此其计亦狡矣。以御蚩蚩之氓，宜其有余，而不免于见弃。盖一失其身，人所贱恶，始虽以欲而述（一作“迷”），后必以时而悟，是以无往而不困耳。士君子立身一败而万事瓦裂者，何以异此？可不戒哉！”

   《楚辞集注》分章不分段，按四句一章处理，但大多章后不称“哪章如何如何”，只在注家想做说明处做出说明，有时开始涉及章与章之间关系，如《离骚》：“自‘汩余’至此（导夫先路），三章同用一韻，意亦相承。”
，“自‘怨灵修’以下至此（前圣之所厚），五章一意，为下章回车复路起。”
但不分段，脉络不明。

   《李太白集分类补注》其实是已经分段，但只有注释，不言分段，亦不做段意解说和篇章脉络分析。

   这些重要的诗歌注释学著作的章节关系处理方式，说明元以前人审视诗歌尚不具备完整的篇章脉络意识。

    明末清初，八股文兴盛，八股文风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诗文评议也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八股解说的方法，析脉理的注释路子进入注释学著作，如明正统十二年刊孙鼎《新编诗义集说》即多以解说八股之法解说《诗经》，其《七月》篇引《诗经旨要》曰：“此题平作，上股言衣，下股言食。衣食者，民生日用之所系。上股是先时而有备，则在己者可以无忧；下股是因时而用力，则在上者见之而喜，大概归重于先公风化。上股就‘无衣无褐，何以卒岁’上发意，下股就‘田峻至喜’上发意。”
完全借用八股术语分析文句之间的关系，但还是没有涉及章节关系。

就杜诗而言，王嗣奭《杜臆》较早使用八股法说诗法，但王嗣奭不是每篇必用，甚至有时还很灵活。

金圣叹、徐增以时文之法评杜论杜的做法比较典型。金圣叹用解说八股文法解说杜诗艺术，具有较明确的文法意识，认为诗与文虽是两种体裁，却是一样法则，一样具有起承转合，认为除起承转合，更无文法。因此，他在进行艺术分析时对所谓句法、字法的评点，便与八股文有了极深刻的联系。金圣叹在解诗时往往根据八股文起承转合的理论把律诗分为前后两解，将前解作为起和承，后解作为转和合。如《杜诗解》卷一《赠李白》（“二年客东都” ）批云：“唐人诗，多以四句为一解，故虽律诗，亦必作二解。若长篇，则或至作数十解。夫人未有解数不识而尚能为诗者也。如此篇……分作三解，文字便有起有转，有承有结。从此虽多至万言，无不如线贯华，一串固佳，逐朵又妙，自非然者，便更无处用其手法也。”
又如《秋兴八首》批云：“大抵圣贤立言有体，起有起法，承有承法，转合有转合之法，大篇如是，小篇亦复如是，非如后世涂抹小生视为偶然而已，吾不信天下事有此偶然又偶然也。”
金圣叹不仅用八股法说诗，而且还为八股说诗法寻找理论依据，“（律）为法律之律，非音律之律也。自唐以前，初无此称，特是唐人既欲以诗取士，因而又出新意，创为一体：二起二承二转二合，勒定八句，名为律诗。……此政如明兴之以书义取士也。明祖既欲屈天下博大精深之士，一皆頫首肆力于四子之书矣，既而三年试之，则又自出新意，创为一体：一破一承一开一合四比。……夫唐人之有律诗之云，则犹明人之有制义云也。”
认为唐代律诗和明清的八股文都来源于科举取士的固定程式，以此论证八股解诗法的合理性。

金氏解诗法将解说八股文脉理的理性术语全部纳入诗歌解说中，虽不无武断，亦有优长：一是揭示了大部分杜律的基本特征，对把握杜律提供了基本方向，对读者理解和学习杜律的基本章法提供了路径；二是将起承转合看作律诗创作的整体构架，强调诗的整体意义的贯通性，反对只重中间两联的“工致”，且能根据不同的情况灵活分析。

这种方法颇有响应者，徐增完全服膺金氏理论，说“读唐人诗，须观其如何用意，如何用笔，如何装句，如何成章，如何起，如何结，如何开，如何阖，如何截，如何联，自有得处。”这个“得处”就是八股解诗法：“解数及起承转合，今人看得甚易，似为不足学。若欲精于此法，则系十年不能尽。宗家每道佛法无多子，愚谓诗法虽多，而总归于解数，起承转合，然则诗法亦无多子也。学人当于此下手，尽力变化。至于大成，不过是精于此耳。向来论诗，皆属野孤，正法眼藏，毕竟在此不在彼也。”
 可见徐增对金氏解诗法的认同。后来的陈醇儒《书巢笺注杜工部七言律诗》、朱瀚《杜诗七言律解意》、陈式《问斋杜意》、吴瞻泰《杜诗提要》、浦起龙《读杜心解》等，亦多从杜律起承转合处阐发杜诗。

八股解诗法对诗歌注释学的渗透，说明在明末清初，分析诗歌脉理的解诗思维已经形成。八股解诗法有其相当的合理性，我们今天谈论律诗章法也难以离开起承转合之说，就是对八股解诗法的借鉴，尽管八股解诗说也曾颇遭非议，而且我们也承认偏执于八股解诗有不少弊端。

二、注释著作中篇章脉络意识的确立

元以前的评点批评与注释批评以重句重意为其主要特征，基本无篇章脉络意识。如《珊瑚钩诗话》：

予读杜诗云：“江汉思归客，乾坤一腐儒”、“功业频看镜，行藏独倚楼”，叹其含蓄如此。及云“虎气必腾上，龙身宁久藏”、“蛟龙得云雨，雕鹗在秋天”，则又骇其奋迅也。“草深迷市井，地僻懒衣裳”、“经心石镜月，到面雪山风”，爱其清旷如此。及云“退朝花底散，归院柳边迷”、“君随丞相后，我住日华东”，则又怪其华艳也。

篇章以含蓄天成为上，破碎雕锼为下。如杨大年西昆体，非不佳也，而弄斤操斧太甚，所谓七日而混沌死也。以平夷恬淡为上，怪险蹶趍为下。如李长吉锦嚢句，非不奇也，而牛鬼蛇神太甚，所谓施诸廊庙则骇矣。

在诗话里，都是这类鉴赏式批评，即使提到篇章，也是注重篇章的气格方面，很少对篇章脉络发言。注释著作则关注字词解释、事典出处、史实考证等，也不关注篇章脉络。

元人比较注重篇章意识，如范梈说：“五言长篇法有四要，曰分段、过脉、回照、赞叹。先分为几段几节，每节句数多少，要略均齐。首段是叙子，一篇之意，皆含在其中。结段要照应起段，且选诗分段节数要均，三句则皆三句，四句、六句、八句，则皆不参差。惟工部夔州后诗，间有错综，然亦不太长太短也。次要过句，名为血脉，此处用两句，一结上，一生下也。回照谓十步一回头，以照题目。又五步作一消息语以赞叹之，方不甚迫促。长篇怕杂乱，一意为一段。以上四法，备于《北征》诗，举一隅之道也。”（《详注》P79引）但这样的篇章意识在注释著作里并没有实现。如《李太白集分类补注》注解《蜀道难》“问君西游何时还，畏途巉岩不可攀。但见悲鸟号古木，雄飞从雌绕林间。又闻子规啼夜月，愁空山。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下列杨齐贤注：

齐贤曰：《蜀记》曰：昔有人姓杜名宇，王蜀，号曰望帝。宇死，俗说云宇化为子规。子规鸟名也，蜀人闻子规鸣，皆曰望帝也。

杨齐贤注只是对望帝杜宇的解释，而没有章节或段意的理解，萧士赟每两句一解的补注放置全篇之后，也看不出对篇章脉络的把握。注释批评大体都是这一类。

王嗣奭说杜，已经开始分段，但不列原文，故不能清晰地看到他的杜诗分段情况，而且他不是每篇都分段，甚至有时一篇之内或分或不分，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自“杜陵布衣”起，至“放歌破愁绝”，自叙其忧君忧民之切。自“晨过骊山”至“路有冻死骨”，叙当时君臣宴安独乐而不恤其民之状。

自“清晨过骊山”至“路有冻死骨”，很长，没有分开小段，“路有冻死骨”之后，也没有再分。如果将“路有冻死骨”之后认作“结语”，王氏也只点出“盖忧在禄山，知其必反也。”（同上）而不涉及三大段之间关系，故其篇章脉络意识尚不完善。
金圣叹虽然把八股解诗法运用到极至，差不多律诗都分上下两段，但由于他只是注解杜甫律诗，而未涉及长篇，故此只能说古典注释学的章节批评从重内容走向重脉理，而不能说篇章脉络意识已经确立。
仇兆鳌却有明确的分段意识。《杜诗详注•凡例》“杜诗分段”条说：

《诗经》古注，分章分句。朱子《集传》，亦踵其例。杜诗古律长篇，每段分界处，自有天然起伏，其前后句数，必多寡匀称，详略相应。分类千家本，则逐句细断，文气不贯。编年千家本，则全篇浑列，眉目未清。兹集于长篇既分段落，而结尾则总拈各段句数，以见制格之整严，仿《诗传》某章章几句例也。

此为仇兆鳌杜诗分段之声明。表面看，仇注声言仿《诗传》体例，似无创新，其实不然。《诗经》分章，可以顺其重章之自然段落，断开而已，仇注分段，却要关注文章的“天然起伏”，还要让“文气”贯通，“眉目”清楚，可见仇氏分段已经开始关注上下关系，分析诗之脉理，意在发现篇章结构之内在规律。仇氏的“杜诗分段”，已经在古典注释学的基础上向前跨进了一大步，说明古典诗歌注释学中的篇章脉络意识已经基本确立，这为后人说诗提供了方法。其实，我们今天解说长篇诗歌仍然采用的分段析意的方法，就是对仇氏分段的进一步发展。
三、长篇诗法的理性总结

由于完成了从重感悟向重析理的思维的转变，也确立了较为完整的篇章意识和研究方法，加之前人成果的积累，仇兆鳌最终完成了古典长篇诗法的理性总结。

在杜集中，长篇主要是古诗和排律。

以五言古诗为例说明。仇兆鳌以五言古诗讲究赋、比、兴，讲究用意深远、托词温厚，讲究分段、过脉、回照、段落均齐等为标准，对自己所在时代的古今五古诗歌进行了统筹关照，认为杜甫五古非常讲究章法布局，也具有五古应该具备的风格特征，并以此为对照，认为自己所在时代的五古并没有学到杜诗的章法真谛： 

“今人作五古长篇，多任意挥洒，不知段落匀称之法。杜诗局阵布置，章法森严，如此篇，首位中腰各四句提束，前后两端各十六句铺叙，有毫法不容增减者。然此法起于魏人繁钦《定情》诗‘我出东门游’八句起，‘中情即款款’八句作结。前面‘何以致拳拳’两句一转者十段，后面‘与我期何所’六句一转者四段。后四段，本张平子《四愁诗》，其前十段则韩昌黎《南山》诗所自出也。古诗各有渊源如此。”（《赠蜀僧闾丘师兄》P768仇氏语）
在仇兆鳌看来，杜诗五古最大的特点是章法森严、段落匀称，故凡遇五古长篇，有他人详细论述者，他就将段落分出，略析大意和段落句数分配，然后大段引录他人分析，使读者明晰其章法脉络，如《北征》P405，全诗共一百四十句，将其分为八段，并分别概括每段段意，结尾段分析全诗章法布局：

此章大旨，以前二节为提纲。首节北征问家，乃身上事，伏第三、四段。次节恐君遗失，乃意中事，伏五、六、七段。公身为谏官，外恐军政之遗失，内恐宫闱之遗失，凡辞朝时，意中所欲言者，皆罄露于斯。此其脉理之照应也。若通篇构局，四句起，八句结，中间三十六句者两段，十六句者两段，后面十二句者两段，此又部伍之整严也。
在仇兆鳌的分析中，每一段与每一段之间的层次关系都清晰可见，既能见出杜诗脉络，又便于学习者领会诗歌的章法结构。
将诗歌按段落匀称之规律断出段落，再分析上下段落之间的关系，是仇氏分段的惯常做法，再如《雨过苏端》P338以“此章四句起，下两段各八句”辟开段落，而以前四句“首言冒雨访苏”，中八句“次记苏端款待之情”，后八句“末述雨后遣怀之意”说诗，将所分开的三个段落之间的内在联系一一指明，使全诗脉理一目了然。
再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P73将全诗分为四大段，各段所写内容及其关系，段后俱有分析，全篇结尾有总结：“诗到尾梢，他人记几于力竭，公独滔滔滚滚，意思不穷，正所谓篇终接混茫也。然须玩其转折层次，不可増减，非汗漫敷陈者比。此章首段四句，中二段各十二句，末段十六句收。”然后引范元实《诗眼》语：

山谷谓文章必谨布置，每见后学多告以《原道》命意曲折。后予以此概考古人法度，如子美《赠韦左丞》诗云“纨绔不饿死，儒冠多误身”，此一篇立意也，故使人静听而具陈之耳。自“甫昔少年日”，至“再使风俗淳”，皆言儒冠事业也。自“此意竟萧条”至“蹭蹬无纵鳞”言误身如此也，则意举而文已备矣。然必言其所以见韦者，于是有厚愧真知之语，而所以真知者，谓传诵其诗也。然宰相职在荐贤，不当徒爱人而已，故曰“窃效贡公喜，难甘原宪贫”。果不能荐贤，则去之可也，故将东入海而西去秦。然其去也，必有迟迟不忍之意，故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然所知不可以不别，故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夫如是，可以相忘于江湖之外，虽韦亦不得而见矣，故以“白鸥没浩荡，万里谁能驯”终焉。此诗前贤录为压卷，其布置最得正体，如官府甲第，厅堂房舍，各有定处，不可乱也。韩文公《原道》与《书》之《尧典》盖如此，其他皆谓之变体可也。 又曰：诗有一篇命意，有句中命意。如此诗前后布置，是一篇命意也。至其道不忍决去之意，则曰“尚怜终南山，回首清渭滨”，其道欲与韦别之意，则曰“常拟报一饭，况怀辞大臣”，此句中命意也。盖如此，然后可谓顿挫高雅矣。（P78-79）
仇兆鳌在注释中贯彻分析篇章脉络的意识非常清晰，故常常结合具体诗作，以理性语言概括杜诗长篇规律，在《寄高三十五书记》P195的仇氏按语云：“各体中皆有法度，长篇则有段落匀称之法，连章则有次第分明之法，首尾有照应之法，全局有开阖之法，逐层有承顶之法。且章有章法，句有句法，字有字法。谨严于法，而又能神明变化于法，方称宗工巨匠。此云‘佳句法如何’，盖欲与之互证心得耳。”
在具体的注释中贯彻篇章脉络意识，并从理性的角度对杜诗长篇进行篇章脉络分析，这是仇兆鳌惠及后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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